
導 論

本書是我過去十多年用心於宋明理學到當代新儒家的研究成果。

全書十二章分為三個相互關連的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至六章，闡發

宋明儒學的核心觀念；第二部分包括第七至九章，探究當代新儒家特別

是唐君毅與牟宗三兩先生對宋明儒學的研究，比較他們截然異趣的方

法、詮釋與結論。第三部分包括第十至十二章，剖析當代新儒家於汲

取宋明儒的睿識上，如何繼往開來，重新設想「儒學」來迎拒西方哲學

思潮的輸入，並批判地回應現代性的衝擊，乃至參與到當前全球倫理與

宗教對話的討論。因此，通過這一本專論，讀者從中應可掌握一條儒

學由宋明發展至當代的脈絡。

宋明儒學使用的概念及由之形成的思想，牛毛繭絲，研究者如缺乏

辨析入微的本領，確是難以窺其堂奧。但它的不少觀念卻早已滲透至

中國文化的底蘊，成為一般人的日常用語，如良知、天理、人欲與知行

合一等。所以，整理這片學問領域，便不僅具有學術研究的意義，更

是文化傳統作自我了解以求返本開新的必要工作。我年青時寫博士論

文以明清之際儒學的轉型為題，之後的研究溯源而上及於明代再到宋

代，乃是自然不過的事情。於是，我留意到明代心學的開山人物陳白

沙（第二章）和他的高弟湛甘泉（第三章），還有號稱朱學傳宗的羅整菴

（第四章）。

黃梨洲的《明儒學案》說「有明之學，至白沙始入精微」，但唐、牟

兩先生都未多措意。牟先生在析論王門泰州學派時雖有寥寥數語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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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的「學宗自然」，卻狠下評語說「然其本人實並無真正孟子工夫也」

（《從陸象山到劉蕺山》）。如此狠批背後的理由何在？我在深入研究白

沙思想後終於找到答案。首先，我肯定白沙學是心學，只是在覺悟道

德本心的工夫上，他主張的並不是孟子的路徑。孟子的求放心，是教

人於日常生活中本心隨機呈露時自知自覺以體認之，如見孺子入井而心

生怵惕惻隱，本心即在惻隱的震動中自知自覺其自己。然白沙則強調

要在閉關退聽的靜坐中覺悟本心。必須知道，靜坐是宋明儒者從佛老

吸收過來的；以靜坐來覺悟本心亦非白沙的發明，而早見於宋代道南

一脈李延平（朱子的業師）的「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為如

何，而求所謂中者」（朱熹〈延平先生李公行狀〉）。於是，我一方面全

盤梳理靜坐在理學家實踐中的兩種不同涵義：即作為常行工夫與作為見

體（或覺悟本心）工夫，另一方面嘗試分析靜坐為何能夠體證本心。由

此更注意到牟宗三於處理延平思想時亦知悉靜坐見體的路數，並曾一度

以為可與孟子的路數相輔相成。只是後來他改變判斷，認定孟子不離

經驗以求覺悟本心方屬正宗，這才有了譏評白沙本人無真正孟子工夫 

的話。

到白沙心目中的衣缽傳人湛甘泉，他雖沒有繼承乃師靜坐見體的

路，但其「隨處體認天理」的著名法語，畢竟沾染上朱子格物窮理的色

彩，似非純正心學，自然也難獲牟宗三的青睞。我研究甘泉心學，發

現其對「心即理」（本心無非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所表示的仁、

義、禮、智的道理）的掌握有欠穩妥，這從他把「心即理」改為「心之中

正即天理」可證。無疑，甘泉非是能於心學義理上有所創新開拓者，但

忽略之就無法看到他與王陽明的學術交涉和相互影響，這對全面理解

陽明思想乃至明代心學的發展難免造成缺漏。要之，甘泉早年與陽明

辯論「格物」，批評陽明念念存天理去人欲的誠意（以正物，即格物）工

夫，是把心看小了，只成腔子裏（即猶如現在說的意識活動）的心，並

提醒本心之感應可通乎宇宙。此與陽明後來大力發揮心外無理、心外

無物、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想法，甚至在提出「致良知」後，申明

良知之知是知非即感是感非，不無關係。反過來，陽明最初誤判甘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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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求理於外，及至認識較深，並於自家良知教到手後，才了解甘泉的

「隨處體認天理」或與自己「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

知」（《傳習錄中．答顧東橋書》），「終當殊途同歸」（〈答甘泉〉）。不

過，甘泉對本然之良知或心即理體認不夠透徹這點，還是沒能逃出陽明

的法眼。所以陽明最終的判語是，甘泉的主張「只要根究下落，即未免

捕風捉影，縱令鞭辟向裏，亦與聖門致良知之功尚隔一塵。若復失之

毫釐，便有千里之謬矣。」（〈寄鄒謙之〉）果不然，在陽明歿後而良知

教風行天下也異解紛紛之際，甘泉竟提倡以天理救正良知，其對良知的

體會確乎是與陽明毫釐千里。

至於明代朱子學者羅整菴，其朱學傳宗的外號絕非浪得虛名。他

精研朱子學，甚至提出朱子學有可疑或未定於一之處，此中最主要的

是朱子的「理」與「氣」有分為二物的嫌疑。朱子承襲程伊川之使用理與

氣為一對概念來演繹儒學；理是創造之理或曰（使物如此而非彼的）存

在之理，氣是創造之理得以實現的資具；理是形而上的，氣是形而下

的。朱子將理與氣的關係詳細分析為多項命題（參看第九章），關鍵在

於理與氣之不離不雜。說二者不離（inseparable），因理與氣不合便無以

成生化之妙；說二者不雜（irreducible），因理若可化約為氣便失去對氣

的主宰、引導與規範作用，這在道德生活上會發生嚴重問題，即無法解

釋（由氣反制所造成的）違理現象與（本乎理以轉化氣的）實踐工夫之可

能。無庸諱言，朱子自己有時候也把話說過了頭，如謂「且如萬一山河

大地都陷了，畢竟理卻只在這裏」（《朱子語類》卷1），好像理與氣又是

可離的。整菴堅持「理氣一物」（即將理緊收於氣），不容許理氣為二，

甚至不惜批評朱子，實則自不離處可說理氣是一，自不雜處亦可說理氣

是二，因此牟宗三非斥整菴之爭理氣一物二物是「實無實義，只『朝三

暮四，朝四暮三』之類耳。」（《心體與性體》第1冊）。牟先生的評斷是

正確的，但他並未深究為何整菴要如此說，且如此說是否警惕到當中所

涵的理論困難（即上面提及過的違理和工夫的問題）。我仔細分疏整菴

的文字，發現他已察覺到理氣緊收緊吸會帶來的理論難題，並以為藉朱

子「理一分殊」的命題即可解決，卻不自知此實不過是從理氣一物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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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退卻下來而已。對於整菴為何定要說理氣是一，則與明中葉以降有

些儒者益發疑慮儒學近禪遂想嚴辨儒釋有關。自他們看來，佛氏彌近

理而大亂真，雖也可以講一套理氣論，惟理是空理，氣是緣起幻相。

儒門若要與釋家劃清界線，就得再三強調理是實理，不離氣化流行的創

造，亦即理氣是一而不可分。這開啟了一元化傾向的思潮。

我在研究甘泉與整菴時，逐步釐清此一元化傾向的發展線索（第

六章）。扼要來說，首先這是出於擔憂儒學尤其是陽明心學近禪，故主

張理氣一物來區別儒釋。理氣一物之說將理緊收於氣，並反對二物之

說，屬「內在一元傾向」。（「一元化」與「一元化傾向」不同，在於後者

只許說一不許說二，故是思想之錯入誤區，但前者說一亦容許說二，

故是思想之調適上遂。）本來主理氣一物的本意是為防範心學與佛說混

雜，卻未想竟與陽明學說本身所涵的一元化思想合流，共同推動著一元

化傾向的氾濫。陽明思想內含的一元化特色，出於他龍場困學所悟的

心與理一，即本心或良知本體能不被他意隔斷而始終貫徹如一地表現為

行動，所謂知行合一、知行本體原是如此。由是，陽明更著意申明心

性本體是身、心、意、知、物乃至情皆為一；不同的工夫亦應是辯證為

一（成了同一工夫的不同方面）而不必節節分析，故說博文即約禮之功、

格物致知即誠意之功、道問學即尊德性之功，無二說也。因為將工夫

作節節分析，好處是觀念上分解明白，壞處卻是實踐上有斷成數截之

虞。甘泉、整菴的理氣是一，與陽明的性心（包括身、意、知和物）情

是一，影響所及，明清之際乃出現另一條將氣上提至理、將情上提至心

性的思路，劉蕺山與黃梨洲師徒屬之。將氣上提至形而上、超越的層

面，與理具相等的理論地位，並反對二物之說，屬「超越一元傾向」。

必須指出，能釐清此一元化傾向的發展線索，對哲學史的清理工作有十

分重要的意義。過去，牟宗三討論劉蕺山時已注意到其理氣緊吸緊收

的說法，嘗名之為圓融一滾說；勞思光亦注意到，而名之為合一說。

但兩先生都未有弄清楚它的來龍去脈，更重要的是，它如何於明清之際

儒學的轉型過程中推波助瀾。我的博士論文研究明清儒學的轉型，即

從宋明儒的道德形而上學變為清初的達情遂欲哲學，出版《明清儒學轉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

具
有

版
權

的
資

料



  導論 ︱ xxi

型探析》初版（2000年），當時主要是從王學的蕩越和救正以及反宋明儒

學思潮入手來展開論述。到出增訂版時（2009年），已補充王門泰州學

派高揚情欲的思想，亦即陽明思想內部也有以致之的部分，並且在增訂

本自序中提到還有一元化傾向的因素未及整理。結果，十多年後的不

斷上溯竟又繞了回來；學問真有不期而致的奇妙經驗，也有終於找到最

後一塊拼圖那手舞足蹈的快樂。

前面的研究課題都不約而同地牽涉到王陽明。陽明心學不僅是明

代儒學的標杆，更是孟子學的理論高峰。我唸研究院時早已讀過《傳習

錄》，並自以為了然於胸，怎料此番重遇才發覺自己並未得其精髓，可

見年輕時讀的不必可靠，須重讀也。於是我在本科生與研究生的課開

講《傳習錄》，兩次與學生逐字逐句細讀，果然別有一番悟會，方知從

前的了解實多有恍惚、不切與未入處。同時我注意到陽明在〈答顧東橋

書〉中為回應程朱學者本「知先行後」提出的質疑，已將「知行合一」擴

大至非道德的知，如知食知路等都應是知行合一的。機緣巧合，我接

觸到蘇沙（Ernest Sosa）的德性知識論（virtue epistemology），兩相碰撞下，

使我益信陽明以知行合一講非道德的知是有其堅實的理據，遂依文本條

分縷析，重讀陽明的知行合一（第五章）。扼要而言，陽明認為吾人知

某物，必先有個欲知之意，而這意已是行之始；換言之，行動本身就是

意向性的行動（intentional action）。如果欲知之意沒有被他意隔斷，則必

發為認知活動及由此而生的行動。平常我們看見知而不行的現象，只

是因為吾人欲知「此」之意被欲「彼」之他意隔斷，故順欲彼之意而發為

彼行，這表面上看，便猶如知此而行彼，知而不行，實則仍不外知行合

一。總之，對陽明來說，知行合一是所有形態知識共有的知識結構，

道德的知（或良知）與非道德的知之分別不在於前者是知行合一而後者

不是，而是在於它們有不同的性質、作用與來源。

此外，梳理明末一元化傾向時讓我重新正視高看氣，把氣規定為形

而上的超越主義唯氣論（蕺山與梨洲師徒），且上溯至其源頭張橫渠（第

一章）。橫渠的氣學歷來有不同解讀，我將之整理為三條詮釋進路：唯

物主義的唯氣論（主要見於中國大陸學者的觀點）、理氣論（代表者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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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朱子，當代是牟宗三）及超越主義的唯氣論（首發於唐君毅，近時有

學者追隨之而倡超越主義的氣學）。我關注的不僅是這三條詮釋進路背

後的理據與文本釋讀，更重要的是，若超越主義的唯氣論最體貼橫渠思

想，那麼它的全幅義理規模應如何建立。單指出宋明儒學中有此高看

氣的思路遠不足夠，必須將「氣學」一路於本體宇宙論、心性本體與德

性工夫三方面，如何在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以外別開義理生面作詳細交

代。深耕橫渠文字後，我提出「感通」是建構氣學的竅門。此即氣學的

本體宇宙論是一氣兩態（如動靜、屈伸、升降等）相感相生所成之太和

（最大的和諧）；氣學的心性本體是依氣來規定，像橫渠說的天地之性與

義理之性、大其心能體天下之物；氣學的德性工夫亦是依氣之感通所涵

的諸般意義，如感受、感知、感化、感動、感應、感合、感生等來更作

演繹發揮。

以上是我撰寫本書第一部分的學思歷程。無庸諱言，我的研究路

數深受唐君毅與牟宗三的啟發。但亦因此，我得以逐漸認識到兩先生

在宋明儒學研究上截然異趣的一面。唐君毅與牟宗三是當代新儒家第

二代的代表人物，也是二十世紀中國哲學界最富原創性的哲學家，並稱

唐牟。一般印象是他們的思想相契相近，此誠非虛言。唐先生的心靈

九境與牟先生的兩層存有論確是異曲同調地延續著他們老師熊十力開啟

的重建中國形而上學的哲學計劃。然而他們對創構自家思想所依據的

宋明儒學卻竟抱持迥不相侔的詮釋，彼此還針鋒相對，這點以往未曾有

能弄清楚明白者。稍為注意到的，亦僅是指出他們學問風格不同，牟

先生喜分析斬截，常將思想由鈍角化為銳角，唐先生則尚會通包容，返

過來化銳角為鈍角。但學問風格之說，仍嫌過於籠統。要想深入把握

唐牟的異同，得了解他們是如何相識、相知、相契，相得乃至最關鍵的

相較、相競。下面讓我作一簡略說明。

唐君毅與牟宗三第一次碰面是在1939年，而在此之前雙方都早

已聽聞對方的名字。那年秋天，牟宗三往璧山來鳳驛拜謁臥病在榻的

熊十力，盤桓數日。聚談之際，熊十力稱讚唐君毅，惟當時牟宗三並

不認為自己與唐君毅是同路人。他自負北大出身，哲學以理論思辨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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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對唐之中大（中央大學）出身，哲學以形而上學為主，頗不以為然，

雖則熊十力常對牟說：「你不要看不起他，他是你的知己。」後牟宗三

返重慶主編《再生》，其時唐君毅任職重慶教育部特約編輯，通過李長

之的介紹往訪牟宗三，兩人終於有緣相見。第一次相見，兩人沒談甚

麼。第二次相見，聊到新黑格爾主義代表人物布拉得賴（F. H. Bradley，

1846–1924，有譯作布拉德雷），牟宗三便不客氣說自己不懂辯證法的真

實意義而請唐君毅講一講，唐講了幾句，未想卻大大觸動了牟的神經。

牟宗三是這樣記述這次觸動經驗：「他即約略講了幾句，雖然不多，但

我感覺到他講時頗費吞吐之力，我知道這須要有強度的內在心力往外

噴。我馬上感到他是一個哲學的氣質，有玄思的心力。這是我從來所

未遇到的。我在北平所接觸的那些師友，談到哲學都是廣度的，外在

的，不費力的，隨便說說的，從未像他這樣有思辨上的認真的。我從

此馬上覺得他所發表的文字並不能代表他。他確有理路，亦有理論的

思辨力。我並且因著他，始懂得了辯證法的真實意義以及其所使用的

層面。這在我的思想發展上有飛躍性的開闢。」（《五十自述》）

自始之後，兩位一代哲學大師就展開了將近四十年相知、相契與

相得的因緣。對唐君毅引領自己進入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思想世界，

牟宗三始終感念。到1968年牟先生六十歲出版《心體與性體》第一冊

時，仍將自己之能體會儒聖那原始而通透的、非概念分解的直悟歸功

於唐君毅的啟發。他說：「我請讀者參看唐君毅先生《人生之體驗》中

〈自我生長之途程〉一文以及《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孔子與人格世界〉一

文。我即從此兩文悟到孔子的精誠惻怛的渾全表現所代表的那原始的

智慧，並見到儒家何以一下子即能使實踐理性充其極而澈底完成了那

『道德的形而上學』，而康德則不能之故。」同樣，唐君毅在1951年出版

的《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的〈自序〉中寫道：「時又讀友人牟宗三先生

邏輯典範（商務三十年出版），乃知純知之理性活動為動而愈出之義，

由此益證此心之內在的超越性、主宰性。十年來與牟先生論學甚相

得，互啟發印證之處最多。對此心此理，更不復疑。」值得注意的是，

兩先生的相知，不單是思想上的相得，還有心靈上的相互扶持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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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iv︱ 導論 

例如，1955年牟宗三任教臺北師大，漂泊無定的生命曾因一夕住宿

旅店忽聽梵音而勾起無盡的悲情哀憐，便去函向唐君毅吐露肺肝。唐

君毅在11月10的回信中以自己有過的類似經驗作安慰：「弟在大學讀

書及大學畢業後之數年中，其時尚未與兄相遇，亦常有種種荒涼空虛

之感。有時從此中昇起許多向上感情，有時亦生起向下沉墮之意，並

曾著文讚美自殺。一次於夜間，曾覺此身橫陳於床上，如一大蠕動之

蟲，甚覺可怖；此心如與此身不相屬而隔離，但旋即相合。」（《書簡》）

12月20日又去函道：「關於佛教其根本實唯在一悲情。兄函謂聞梵音而

生感，而弟亦實由此契入佛教之心情。」（同上）得友如此，夫復何求，

難怪牟宗三在那段時期常說：「生我者父母，教我者熊師，知我者君毅

兄也。」（《五十自述》）至於唐君毅（與徐復觀）甚至曾為牟宗三尋覓配

偶操心，這裏就不多說。

鮮為人知的反而是兩先生相較、相競的一面。唐、牟學思發展的

核心都是中國哲學尤其是宋明儒學的重釋，儘管兩人論學甚為相得，

但亦應該很早就察覺到彼此所運用的研究方法大不相同。1956年秋至

1960年，牟宗三任教臺灣東海大學，因講授《公孫龍子》而養成深耕文

本的閱讀工夫，後來他轉赴香港任教於香港大學，埋首撰述《心體與性

體》時便大派用場。他在1966年3月15日寄徐復觀的信上便自覺地談到

自己的工夫並與唐君毅作比較。其言曰：「君毅兄有一篇講『小取』的甚

佳，雖行文不甚合名理體裁，然思路對。他甚忙，精神支付太多，撰

文自不免於疏闊，亦無暇仔細理會也。弟近五六年來無事，始稍認真

理會，師大六年，東海四年，並未正式接觸，不過只是隨班講課而已。

但現在回想起來，講原文的方式甚好，于自己有大益，故來港後亦一

直採取那方式講，不作儱侗的講演方式自己發揮。君毅兄一直無此訓

練，近來稍稍用此方式，但亦疏略。了解大意好，細處多不切。他宜

于發揮自己的思想，不宜于講書。他有會通之識，此不可及。但有時

光大意會通亦不夠。」（《新亞學報》第38卷，翟志成〈牟宗三致徐復觀

佚書二十四通校箋〉）先勿論唐君毅是否接受此一批評，但他也漸漸不

滿意於牟宗三那不甚體貼宋明儒者思想的解讀則是不爭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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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論 ︱ xxv

1965年下半，唐君毅計劃出版《原性篇》，乃陸續改寫舊作。怎料

10月中旬因讀到牟宗三分期發表於《民主評論》的〈陸象山與朱子之爭辯〉

及前一年同樣分期發表於《民主評論》的〈胡五峰知言之疏解〉兩文，便

按捺不住想與牟說商榷，遂寫就〈原德性工夫—朱陸異同探原〉一長

文（收於《原性篇》附編）。對唐君毅來說，朱陸異同非如牟說般冰炭不

洽而實可相通，但〈原德性工夫〉的商榷還是寫得相當委婉。到了《心體

與性體》出版，唐先生對首兩冊的評價是「此書為一大創作，有極精新

處，但其論宋明儒學與我意尚多有所出入耳。」到閱讀專論朱子的第三

冊，唐先生已禁不住說：「此冊問題頗多，不如第一二冊。」（《日記》）

這同時激發起他寫出自己對宋明儒學詮釋的專著，此即《原教篇》的問

世。今仔細閱讀《原教篇》，確處處可見唐君毅駁辯牟說的痕跡，若不誇

張的說，直是從頭到尾都在提出與牟說不同的另一種解讀。唐君毅1978

年辭世後，牟宗三面對唐說的詰難還是堅信己見，且曾公開評論唐著得

失：「五十歲以後，他出來辦新亞書院，參與校政，事業心一重，精神

就散了。當然辦事並不算錯，因為儒家講內聖外王，辦事是應當的。但

是一辦事就影響到作學問。雖然辦事對於人生的主觀體驗沒有妨礙，但

對於真正作學問卻有妨礙。所以唐先生在五十歲以後的二十年間，在學

問上並沒有多大進步。雖然他寫了許多書，像『中國哲學原論』就有好

幾冊，其中疏通致遠，精義絡繹，但這些書在客觀理解上，也有許多不

甚妥貼處。這些書大體只能當作 rough work看，是需要修改的。」（《中

國哲學十九講》）結果，惹來唐君毅學生的激憤，發文狠批牟宗三，為師

說辯護，亦幾乎使得唐、牟這一段學術佳話不得善終。實則兩先生在學

術上無論是相契相得抑或相駁相難，都是讓他們從相互較量中共同進步

的動力。這猶如兩名旗鼓相當的跑手彼此競逐追趕方能屢破往績，學者

於追求學問的道路上若能得一如斯良伴，誠屬天降之幸事。

但我並不滿足於梳理箇中的線索，更想確定唐、牟研究宋明理學之

所以持異的理由（第七章）。我提出兩先生其實採取了不同的研究進路

並對之加以整理疏通，牟宗三的可以名為「本體分析」，唐君毅的可以

名為「德性工夫」。本體分析的進路，著重探究宋明儒者對本體概念如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

具
有

版
權

的
資

料




